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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科學與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的角度切入，藉由檢視中國從晚清以來的科學、科技與社會互動之脈絡，來理解台灣1970及1980年代科技官僚治理興起的歷史及演變。本文將科學、科技及工程本身所內涵的價值，優先置放在政權及官僚體制的制度因素之前，於是先回顧法國在十八世紀及美國在1930年代時由知識份子所倡導的科技官僚治理運動，然後摸索近代中國科技與社會的緊密關係。本文主張，台灣的科技官僚治理是建構在晚清以來強烈的中國國族主義之上，但卻受戰爭及政爭等因素的長期延遲。然而，在經若干意外性事件的發生情況後，使國族復興、社經發展及科技倡導得以三位一體，科技官僚治理終於遲至1970年代興起。
關鍵詞：科技官僚、科技與社會、國族主義、巨靈、民主轉型
壹、前言
若干研究已指出，台灣的科技官僚（technocrats）大約是在1970年代的時候，開始逐漸在國民黨政府當中占有重要位置，並取得制訂經濟發展政策的權力，然後慢慢形成一種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的治理型態（蔡偉銑，2009; Cheng & White, 1990; 文馨瑩，1990: 231）。約十年之後，也就是從1980年代開始，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主政下的中國，也逐漸出現了以科技官僚替代毛澤東時期的意識型態官僚的情形，所謂「紅」不再對立或凌駕於「專」，「紅」甚至還在中國領導階層的選拔條件當中，有著被邊緣化的趨勢（趙建民、張鈞智，2006; 徐湘林，2001; Zhao & Zhou, 2004; Shambaugh, 2001; Zang, 1993; Cheng & White, 1990）。Cheng & White（2003, 1998, 1991, 1990）除了比較及分析台灣及中國在二十世紀後半所出現的科技官僚興起的現象之外，更深入探討近年雙方領導階層加速「科技化」的事實及趨勢，他們具體指出在1980年代之後台灣及中國主要領導菁英的教育背景及生涯經歷，都是與工程、科技或科學研發等高度相關，進而探索他們成功佔據重要政治位置的原因，並且還進一步主張雙方的政治意識型態衝突已經被科技官僚主義的意識型態所消解，甚至已經是被取代了。
然而，不同於Cheng & White（1990）、文馨瑩（1990）及徐湘林（2001）分別企圖藉由政治經濟及政治決定的角度，來尋找1970年代後台灣科技官僚之所以得以成功主導發展政策的社經環境及政治現實等的種種因素，本文則另外嘗試透過科學及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的角度，以歷史軌跡的探索，來論證科技（technology）及工程（engineering）本身內在的政治價值及特性應也是核心要素之一，而長期性的促成了台灣的科技官僚得以「成功」或「浮現」的介入政治領域。這個成功可被視為是一個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對現代性（modernity）的渴望。也就是說，從清末以來中國政府及社會對科學救國的渴望一直是有增無減（蔡偉銑，2009: 37-40，2006; 張劍，2007; 章開沅、羅福惠，1993），即便期間因政治意識型態的差異，而曾有不同的態度及作法，但都一致性的讓科學及科技被推至最高的社經價值地位之一。本文主張這恐是因為科學、科技及工程本身內在的政治性特質與國族主義相合，使科技或工程背景成為被政府、社會及文官所共同支持的優勢徵補條件，因此科技官僚的成功可能只在於出現時間的遲早而已。而他們的成功是如何的遲及如何的早，還有特別是這樣的專家治理能如何從國際、歷史及科技本身內含價值的角度，也就是以STS的途徑來觀察及分析，則更是本文企圖探索的主要議題。
由於科技及工程設計本身的政治性價值，強烈的扣連著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炙熱的中國國族及發展主義情懷，使得台灣從1970到1990年代中期「浮現」了明顯的科技官僚治理，也使得中國在1980年代後迄今對科技官僚治理有著如傾心一般的迷戀。如果將這兩個現象從一種STS的視角出發，它們似乎是實現了Thorstein Veblen在1920年代原本對美國本身所衷心期許的工程師治國的願景。Veblen（1923: 273）在當時積極主張美國的工程師不應只是要進一步去擔任產業的管理者而已，他們的工程思維更應該被應用到整個社會的管理上，工程師也應自我期許的去承擔更多在政府行政及政治領域的責任，若干學者也加入倡議的行列，形成一股有影響力的思潮（Jamison, 1998: 85-87）。而Hebert Hoover在進入白宮擔任美國第31任總統之前，在其於1920年代執掌商務部的期間時，也嘗試實現Veblen的主張，實際的遴任工程師做為公務員或從事公共事務，他企圖把科技的邏輯思維帶到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中心（ibid.）。然而，因1920年代時的激進主張，Veblen在三十多年後曾被評價為美國學術史的最大失敗者（Veblen, 1953: ix）。不過，更有趣的是，在數十年後的台灣及中國，似乎是一先一後的把Veblen的激進期許發揮到極致，某種程度的完成了他的美國夢（Akin, 1977），不只是科技官僚擔任政府的中堅文官，許多國家級的領導菁英人物更是科技或工程出身，無論是從他們的教育背景或是工作經驗來觀察。
自1980年代以來，目前中國科技官僚及科技領導的治理模式似正發展到高峰，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及溫家寶等最近兩屆國家主席及國務院總理都是理工背景出身（Cheng & White, 1998），
以STS及工程研究（engineering studies）角度來觀察及分析中國工程師治國，應能提供若干有趣及重要的觀點，特別是有關政治倫理與工程倫理之間彼此競合或衝突的關係，將會對國家發展政策有何影響及挑戰。然而，本文以台灣科技官僚做為研究主體，這個選擇不只是基於研究可及性，更是因為台灣具有若干研究上的優先及特殊意義。也就是說，除了台灣的科技官治理約比中國早十年浮現之外，他們多數也都是在戰後從中國來到台灣，深受戰前中國的科技發展、工程教育、社經環境及國族主義所影響，台灣及中國的科技官僚治理可能分享許多共同的特色及議題，另外，對台灣科技實踐的主體性本身進行研究即是一個相當具有意義的目的（吳泉源，2002）。當然，台灣及中國在戰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的發展具有相當差異，賦予台灣的科技官僚治理有相當程度的特殊性，但基於許多共同軌跡，兩者的科技官僚治理未來應值得有進一步的比較研究。
貳、科技官僚與科技研究（STS）
自科學革命及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社會不只是分享科學、技術及工程進步所帶來的具體福利，如農產提升、物質增加、壽命延長、交通便利等等，更觀察到它們所內含的價值將有可能會徹底的改善傳統國家社會關係，其中具體的主張及行動之一，即是企圖讓科學家及工程師直接擔任國家治理的設計師及執行者，使得政府切實解決問題、提高生產力、增加效率等等。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St. Simon（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除了是Karl Marx的社會思想啟發者之一外，他的若干科學主義及菁英主義主張，也被認為是提供科技官僚及其治理概念的最直接且最早期的具體來源，而他的思想支持者們（St. Simonians）也被認為是近代最早的科技官僚。較具體來說，這些科技官僚多是1794年所建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 巴黎理工）的師資、學生及畢業校友等（Armytage, 2007: 66-70; Pannabecker, 2005）。
一、法國科技官僚思想的浮現
不同於當時其他法國及其他國家較早的工程學校，如É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法國國立道路及橋樑學校），巴黎理工的學生必須先修習兩年的基礎科學，特別是數學，然後才能再繼續學習工程專業。因此巴黎理工可以說是第一個開始有工程科學（engineering science）這個現代概念及作法的教育機構，且深深影響了後來其他國家的工程教育，如美國幾個工程學院先驅，包括西點軍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及壬色列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等。就此，巴黎理工被公認具有一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即在其創建之前，工程專業及科學並不一定是直接連結的（Mitcham, 2009; Langins, 2004; Downey & Lucena, 2004; Alder, 1997; Picon, 1992）。巴黎理工不只加諸自己來自科學的知識光環，由於該校是在國族主義（nationalism）強烈的法國所創建，且創建時除了是一個軍事競爭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共和思潮時代的開始，所以不難預見該校的畢業生多進入政府或軍隊任職，更成為法國的右派菁英，領導整個國家的發展（ibid.）。
在比St. Simon的年代更早之前，法國哲學家Voltaire（1694-1778 AD）及英國哲學家Francis Bacon（1561-1626 AD）其實也都是對科技官僚及其治理概念有較具體想法的先驅者，因為他們也對把科學主義應用在社會運作上有著高度期待。不過，由於St. Simon的宗教主張，使得他的想法在當時較為法國領導人拿破崙所接受，因為拿破崙企求以一種政教協約的方式建立帝國，讓他的統治正當性也能來自於教宗（Armytage, 2007: 69）。除此之外，St. Simon的國族主義式主張，更透露出他對科學家治國的迷戀，他曾經描繪一張國家治理的藍圖，其中的最高治理國會應由30個科學家及15個人文藝術家或工業產業人士所組成（ibid.）。因此，St. Simon的科技官僚治理的主張是相當明確，甚至是激進的，因為科學不僅是人們應該仰賴的途徑去探索自然世界，其方法及價值更應被應用到人們本身的政治及社會關係當中。
W. H. G. Armytage（2007）於1965年首次出版其著作The Rise of the Technocrats: A Social History，由科學及科技的特性及價值出發，研究近代科技官僚興起的社會史，追溯近三個世紀以來的科學及科技是如何進入國家決策體系、發揮作用、引導國家發展方向等，特別是工程師及科學家如何經轉型成為政府政策制訂者，從法國到英國、俄羅斯，再從歐洲到美國，甚至是後來還到了日本及中國。除此之外，Armytage（2007: 286-302）在其結論之一當中，同意Leon Bagrit的意見，指出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早晚恐會被科技的自動化力量給消解，而1960年代的美國及俄羅斯這兩個國際秩序的巨靈（Leviathan; 或常見音譯為「利維坦」），遲早都會交由科技官僚所治理。
二、美國提倡科技官僚治理的運動
不只是一種思潮或趨勢，美國在1930年代實際出現了倡導科技官僚的社會運動（Noble, 1980; Akin, 1977; Layton, 1971; Elsner, 1967; Haber, 1964）。除了Veblen在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服務期間持續發表意見及提供理論之外，Noble、Akin及Layton都指出二十世紀初的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及工程進步主義（engineering progressivism）的運動及思潮，都提供了科技官僚的合法性根源，進而引發了若干美國知識份子投身倡議科技官僚治理的運動。因此，到了1920及1930年代初期，特別是經濟大蕭條期間及之後，因也對當時政治貪腐無能及金融投機遊戲的強烈批判，Veblen等學者及若干工程師們除了積極撰擬論述，並還成立組織、規劃活動，宣導國家應由真正從事生產工作的工程師們，以其所具有的工程專業來治理國家的主張，而大部分的商業界也極力表示贊同（ibid.）。其中，除了Veblen在1920年代即激進的主張政府應交由工程師蘇維埃（soviet of engineers）治理之外，較著名的還有自稱Veblen的友人Howard Scott，還有美國第一個工業工程學系（設在Columbia大學）的系主任Walter Rautenstrauch。此兩人都是工程師，但因對社會工程化有著極高的熱情，所以就在該系共同合作成立了Committee on Technocracy來從事對科技官僚的研究及鼓吹活動，而科技官僚治理這個詞也是在此之後開始流行起來（Layton, 1971: 225-228）。
美國這個高唱科技官僚治理的活動高潮從1932年中至隔年年初，僅共約歷時七個月。Layton（1971: 228-229）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這個運動的內部有高度的意見分歧。概括而言，專業及商業取向的工程師分別對如何介入解決社會經濟有相當不同的看法。其中，占多數的專業工程師因仍受到其雇用的商業體系所高度約制，他們與社會改革之間有隔了相當的距離，所以普遍認為如反過來要求自己追求更高度的專業性，應是更能回應他們的社會責任的途徑。而美國工程協會（American Engineering Council）也並不支持工程師走出工程的專業及個別性，因為大蕭條不太可能會有一種工程性的解決方案。然而，具商業取向的工程師（特別是指管理階層）則反過來認為，如能替危機中的國家設計一套社會經濟的工程藍圖則是他們不可懈怠的責任之一。除工程師內部意見紛歧之外，當時許多工程師們也表示他們根本無法預期大蕭條，更遑論要他們解決問題，而且他們也認為大蕭條的若干問題其實也是工程及科學發展所導致的。因此，簡要來說，倡議科技官僚治理的社會運動僅能維持短暫的熱情時光（ibid.）。
不過，在1933年之後仍有少數忠誠的知識份子，如Scott及Harold Loeb還是持續活動並建立新組織，
倡議科技官僚治理將會帶來史無前例的科學性、理性、秩序性及和諧性的模範社會，即便科技官僚治理很可能是一種極權獨裁形式（Layton 1971: 228）。因此，這樣的烏托邦式主張，也被認為是另一個Aldous Huxley的Brave New World或是 B.F. Skinner的Walden Two的再現（Akin, 1977: 148; Nye 1992: 343）。最後，在1930年代末期，這個科技官僚治理的鼓吹運動逐漸消逝，Elsner（1967）將這個結果歸因在新政（New Deal）本身的成效已經逐漸挽回民意，而不認為需要較為激進的科技官僚治理。不過，Akin（1977）主張科技官僚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則是在於Scott拒絕採行政治性手段來為他的非政治性的理念去贏得民眾及政府的支持，畢竟科技官僚治理的核心概念之一即是主張它的非政治性。
三、科技的政治性
不同於Armytage的一種普遍性論述及預期，也不同於美國1930年代鼓吹科技官僚治理的社會運動，社會學者Miguel A. Centeno（1993, 1997）則從現實政治的角度，深入觀察及分析1980年代從拉丁美洲（特別是墨西哥）、東歐和東亞（包括台灣及中國）等後進國家（latecomers），
在「民主化」及「市場化」制度改革開放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國家性現象：科技官僚治理在當時是如何的興起？其與資本主義式的自由民主運動之間關係為何？民主、市場及科技官僚三者之間如何相互調和？基本上，他認為科技官僚已經實際進入後進國的國家發展的決策制訂過程，並且發揮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不再只是一種倡議性的社會運動。不過，Centeno（1993）也將當代這些國家的科技官僚治理視作是一個新興的巨靈，其固然接受到民主化及市場化運動的支持，不過待其成熟後，如未能有適當條件配合，又恐會反噬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
雖然所指涉的對象不同，Armytage及Centeno均以「巨靈」為隱喻，藉此來突顯科學及科技的政治性力量。Centeno（1993: 314）以社會學的角度，給予科技官僚治理一個當代及經驗性的定義，「一群國家菁英及其協同機構對其所處社會進行行政及政治性支配，而這樣的支配是基於他們對工具理性的應用，而強加一種單一且排他的政策制訂模式」。除此之外，他還羅列五個制度性的因素，例如公共事務的日趨複雜、政權正當性逐漸奠基於其效能表現、政府專家逐漸要求自主性等等，來說明為何科技官僚控制會在這些後進國家發展起來（ibid.: 316-326）。然而，對本文比較重要的是，不同於其他學者看法，Centeno不再只關注在官僚的教育背景及專業生涯經驗，也非僅依此二項來界定何謂科技官僚，而是更進一步的、也較細膩的去理解他們更基本的共通特徵，應是一種對科學或科技特質理性（scientific/technical discursive rationality）的認同，也就是他們對如何從事公共事務及其背後的基本思維有一種為彼此所共享的特定理性文化（ibid.: 310）。也因此，Cheng & White（1990）由政治學角度出發，依教育背景及生涯經驗來給予台灣及中國科技官僚的定義，則恐限於操作性。
Centeno（1993）對科技官僚的文化性研究，透露出若干STS角度的關懷，也就是對科學及科技的關注已經超越工具性的範疇，而進一步思考它們的內在邏輯及價值是如何的內化或嵌入政策制訂的決策考量當中，並且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及產生什麼樣的結果。雖然Centeno認為新的科技官僚巨靈可能會增加人民的壽命及生活品質，不過他也質疑它可能也會使人民的關係更加冷漠，只是他對此只留下伏筆，而沒有更進一步的討論（ibid.: 330）。因此，誠如Layton（1971）批評Akin在其Technocrac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Technocrat Movement, 1900-1941一書當中忽略了科技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當Centeno在討論科技官僚及其治理時，也並未再更加深入看待科技本身。也就是說，就某種相當程度而言，Akin及Centeno都從制度的角度來探討科技官僚及其治理，藉此定義何謂科技官僚及理解其如何運作，但卻並未把科技官僚治理視作是一種可能的「疾病」，而沒有進一步的去深刻檢討科技本身可疑的後設及潛藏價值，如其隱含的素樸科學主義及帝國主義等。所以當Akin的研究被質疑略過於的歷史性而過度專注於史料，Centeno的研究則有過於社會學性之嫌而太著墨在功能及行動。因此，兩者雖開啟若干STS研究的觀點，但科技與官僚之間彼此相互型塑的可能，卻沒有進一步的討論。
相對來說，Layton（1971）的The Revolt of the Engine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merican Engineering Profession一書，對美國二十世紀初期的工程與社會之間的研究，則發掘了許多有趣的STS議題。他除了深入分析當時工程師為了贏得社會地位及權力所運作的政治策略之外，也探討工程師們在看似務實、解決問題、忠於事實等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型態（pp. 53-78）。也就是說，工程師們基於以上的價值，有其一套對世界觀、對人及對社會等本質的獨特假設，也因此而有其一套如何實踐其社會責任的看法。首先，當時美國工程師們對社會的思考是物質性的，所以他們強調科學定律及物質環境的方法及背後價值應該被應用在社會運作上，也就是他們主張一種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就如同科技知識會逐漸累積，社會也會在科學、科技及工程的發展下，越來越能運用自然資源而變的越來越進步，而這樣的看法也讓工程師們也推演出一種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因為他們嘗試獨立於政治及商業界的干擾，企圖單純的「解決問題」及「追求事實」，而讓科學及工程去自動的發揮效用。不過Layton更想突顯的是，這樣的主張其實更是工程師企圖為了替自己贏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其次，工程師們也基於信仰科學定律的超越性，而預設了一種先驗的倫理觀，主張有絕對性的美德。換句話說，工程師們有一種成功哲學，就像是工程方法一般把不同的物質要素組合起來後，個人的社會性成功也將是有一種配方（formula），在實施之後即可以期待的，而相對來說，失敗者如窮人，即可被認為是缺乏足夠道德內涵的。
除此之外，Noble（1980）對同樣是美國二十世紀初期時的工程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展開研究，基本上他的研究也是有相當的STS特色，且相對於Layton來說，Noble的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則是更從社會結構面的角度來分析當時的美國工程師們。基本上，Nobel及Veblen都對當時工程師與商業界的緊密關係感到高度興趣，不過不同於Veblen強烈質疑商業界介入且破壞了工程師的「單純」生產力及「純淨」價值，Nobel則是研究為什麼工程師們沒辦法比Layton所說更進一步的去反抗商業界的力量。也就是說，當Layton主張當時的工程師們是政治性的運用策略來替自己找尋利益時，Nobel問的是為什麼那麼龐大的工程師群體無法再走更遠去取代商業界的支配及控制，促使資本主義崩潰，進而實現社會主義所預測的社會變遷進程？簡要來說，Nobel是認為資本主義的力量不只是在生產及消費上，其實還更深入到教育、政治等等其他非經濟部門。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商業性價值早穿入工程師的思維，也早融入訓練工程師的大學教育機構，特別是當美國的大型企業在二十世紀初期大量興起，工程師們晉升到管理階級。而美國重要的傳統工科學校（如麻省理工、壬色列理工、康乃爾大學、普度大學等）也把管理訓練納入工程教育的課程當中，所以工程師們成為商業界及金融界的伙伴，共同設計美國社會的運作及願景。
總結來說，從十八世紀末期開始，法國開始出現科技官僚治理的思潮及現象，有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鼓勵科技或工程專家進入政府任職。不過，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時，才逐漸有比較具體的討論及運動去倡議應直接讓科技官僚主導政府運作，把科技性作為一種核心的政治價值來制訂公共政策、實施公共行政。1930年代初期的美國，在經過至少十多年的醞釀之後，出現了科技官僚治理的社會運動，雖然它只是曇花一現的出現在大蕭條之後，很快的就因種種現實及環境因素而轉趨消逝。另一方面，比較具體來說，這個社會運動其實應是一種以科學、科技及工程的方法及價值來做為核心理念的知識份子運動。當時所謂的科技官僚多半是這些知識份子所自稱的，企圖藉此名號來表達他們的理念，而不是去意指他們是真正在政府裡頭工作的官僚（Akin, 1977; Layton, 1971）。因此，更遑論他們會佔據政府或政權的領導階層。
雖然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工程師們進入政府當中任職，特別是在二戰之後、冷戰期間，但「他們已經深刻的體認到，社會並不是第二個自然界，而能去應用他們之前的方法去認識及控制。」（Nobel, 1980: 323）。不過，一直到1980年代美國仍有經濟學家繼續主張應由科學家及工程師治國，並擁抱凱因思主義，強化政府職能，批評自由放任主義（邢慕寰1986; 吳惠林，2000; Thurrow 1986）。然而，基本上，科技官僚化仍沒有在美國政府當中被明顯的催化出來，但卻在商業界中站穩地位，工程師們更與商業界融合一體的分享價值及開創未來（ibid.; Nobel, 1980: 257-320）。
即便是因科技及工程的進步而帶來前所未有的國富兵強，也即便有激進的本土知識份子鼓吹科技官僚治理，從二十世紀初期迄今為止，美國政府本身也沒有明顯的出現工程師占據大量高階政務官職位、甚至是國家領導人的現象。而如果另從東亞的系絡來看，日本及韓國政府在這近百年的時間當中，與台灣相比，其有影響力的官員也多以具備法律專業為主，而不是像台灣一般有這麼多科學或工程的背景出身（Hofheinz & Calder, 1982: 57）。誠如前述，美國之所以未有主導性的科技官僚治理，有其如Akin、Layton及Nobel所分析的歷史及技術社會學的原因，使得其工程師們更致力在自我的利益考量，也使得更與商業界、資本主義之間相互交纏糾結，彼此相互影響、相互成長。而日本、韓國自也有其特殊環境，但本文不擬做跨國間的比較。那麼，該如何從STS的角度，也就是如Layton及Nobel所說的從科技及工程本身的角度，還有它們與政府、社會之間互動的角度，來檢視台灣、甚至是中國的科技官僚治理現象？
參、1930-1950年代中國社會渴望的科技官僚
如果說二十世紀中期之前的美國工程師們，是誠如Nobel所分析的有著與商業界、資本主義之間那樣相互型塑的關係，那麼當時的台灣／中國工程師們恐怕是與政權、國族主義之間密不可分。當那時的美國工程師們配合資本主義，而加入到商業界裡去設計美國社會的樣貌；台灣／中國工程師們則是嵌入了國族主義的一環，而企圖投身到政權當中去拯救、鞏固他們所想像的國家。另一方面，從Layton的觀點發展，工程師們固然有其從科學所延伸出來的進步社會觀，而使他們有政治性的吸引力，不過，他們也替自己建構了自利、中立的本位觀，而帶給他們一種政治性的被排斥力。
因此，美國在1930年代有出現了鼓吹科技官僚治理的社會運動，但在當時卻沒受到社會足夠的政治性青睞，而未使工程師大量進駐重要政府職位。不過反觀台灣的官僚政治，雖然台灣在197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中期實際出現了科技官僚治理，但之後卻面臨本土民主政治的挑戰，使得科技官僚治理出現許多挑戰。本節將主要先探討在1930到50年代時，台灣／中國工程師們與國族主義之間的緊密關係，但卻未有足夠機會進入政權體制，成為具有決策能力官僚的一部份。下一節之後則討論他們在1960年代的興起、決策及挑戰，並論證台灣／中國系絡下的賽先生與德先生似逐漸已從水乳交融到分道揚鑣。
一、中國的救國與科學
蔡偉銑（2009）曾以1970年代台灣的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計畫作為案例，運用政策敘事的方式，探討當時台灣科技官僚的判斷及行動，他的論證基礎之一是透過羅列及分析許多重要文獻，來說明中國自從清末以來，科學救國的論述一直是近代的主流社會思潮之一（pp. 30-40）。然而，蔡偉銑似未充足的追溯這個思潮背後的政治動力、知識轉換及內容變遷，以致科學降位為實現救國目的的工具之一，而忽略科學及救國可能是一種相互體現、彼此成就及共同形塑的關係。一方面來說，科學不應只是工具，其本身的成就其實也說明了救國是否達成；另一方面，救國的思維也慢慢改變了科學的內容，而逐漸將科技及工程的發展代言科學的進步。
首先，就科學救國的政治動力來看，科學看似是救國的一環，也就是救國的目標是先於科學的發展，而救國則是清末民初時，國家及社會所擔負的「當代」及「未來」之必然使命。然而，這樣的使命卻更應被理解是一種聯繫著「過去」光榮國族主義的延伸。Jing Tsu（2005）研究中國國族主義的特徵即指出，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國族主義是強調著它們的現在及未來，中國的國族主義則是企圖拯救過去的失敗，復興以往的光榮，所以救國不是一種對未來的期待，而是企圖恢復往日國族的自信心。因此，提倡科學除了是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及方法之外，更承載了中國國族主義那種沈重的歷史情懷及強勁的政治動力。
其次，就科學救國的知識轉換來看，據金觀濤及劉青峰（2004）的研究，中國在清初民初的時期，歷經了從「格致」到「科學」的知識轉換過程，人生觀開始逐漸以科學知識來取代傳統道德而作為基礎，也就是否定中國過去那種知識系統與終極關懷的二元分裂，而改倡導物質一元論，使得物質論科學主義不只是僅能作為一種知識追求，更可以是個人生涯及整個國族的最終發展目標。因此，科學除作為救國國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途徑，在民初時更已被提升為帶有終極目的性的目標，科學及救國之間不僅是一種手段及目的的關係，更是一種互相體現及塑造的合體關係。

第三，就科學救國的內容變遷來看，因為以上中國知識體系的轉換加劇，以新（西）式教育作為國家選材的考試內容，也不再僅限於晚清時期的軍事、外務、郵傳、法務等新興政事，且自民初開始留學生也開始真正的被政府部門重用（關曉紅，2008: 17-19）。西學能同為體用的思潮及作法漸趨鞏固，在經過時間的推展下，「科學」的知識轉換更進一步演變為以「生產力」為核心內容，強調「製造」及「科技」。因此，科學及科技在概念上的差異越來越趨近，但在作法上卻越來越疏遠，也就是科技逐漸把科學含攝在其概念之內，但卻著重在製造生產力的提升，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而不是基礎科學的研究上（金觀濤、劉青峰，2004）。因此，如更明確的來說，以台灣IC產業的發展來看，則應是指科技或實業、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科學。
簡而言之，基本上，救國、經濟、科技彼此相互指涉及滿足，更重要的是三者都是構成中國國族主義論述的重要要素，使國家治理、經濟發展及科技推動成為同一件事，使委由科技官僚來治理國家的經濟發展應是一種可預見的想像。然而，若沒有其他因素的觸發，這三者合體的科技官僚治理卻也難以在幾步內到形成。也就是說，1970年代台灣／中國科技官僚的浮現雖是一種長期醞釀的結果，但它的遲來也是有其特殊原因。因此，回到1930年代的中國系絡來觀察，救國、經濟及科技雖在當時曾出現三位一體的科技官僚治理機會，但卻因中日戰爭及國共政爭而未能開花結果。
二、救國、經濟及科學的分流及匯集
李國鼎（1910-2001）的學經歷過程應可以作為一個適當的故事，來說明這三位一體機會起落及台灣／中國科技官僚浮現歷程的連帶關係。基本上，李國鼎除了可以說是討論台灣科技官僚的指標性人物之外，更可以被認為是近代中國國族主義長期所孕育及期待出現的典型人物，特別是在1930年代之後，救國、經濟及科技慢慢具體的靠攏。做為台灣科技官僚之核心人物之一，李國鼎被不分黨派、團體、背景的認為是台灣的「科技之父／教父」、「台灣經濟奇蹟的建築師」、「經建先行者，科技領航人」、「工程大師」等（劉素芬，2005: 22-30; 康綠島，1993: 255-293），他也點名及分析台灣曾有哪些的「技術官僚」們（劉素芬， 2005: 474-478, 569-732; 康綠島，1993: 77-109）。另外，做為中國工程師的一份子，李國鼎本身的學經歷及生涯過程，也被兩岸所公認是一個精彩的故事（ibid.; 余慶俊，2008; 王駿，2009），而他的故事也可說是觀察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台灣／中國的科技與政經社會之間關係的最適合縮影之一。
李國鼎是1934年中英庚款（庚子賠款退還）第二屆的選派公費留學生，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物理學，與他同期的共有26人，除了他之外，也還有另3名學物理，其他有8名主修工程（含土木、水利、航空、造船、冶金、化工）、8名地理、2名數學、病理及公共衛生各1名、經濟、西洋史及英國文學也各1名（周琇環，1993: 391-392）。中英庚款留學公費生選派從1933年至1945年有九屆（1940-1943年停辦），計共有193人獲選赴英，雖不若中美庚款留學具有那樣明顯的重理工輕人文的傾向（ibid.; 祝中俠，2009; 盧國琪，2009），但從李國鼎那屆來看，仍可見中英庚款主要還是以修習理、工、農、醫等實類學科為主。
除了中英庚款所支持的公費留學外，最早從1909年開始，同時也是規模最大的庚款留學，則是由美國所退還之庚款所資助的，其選派生乃是交由現今新竹／北京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校）歷年所考選，總計超過千人以上受到全額或部分補助（Han, 1999; 王煥琛，1980; 周棉、李冲，2007），其中的知名人物包括胡適等。到1928年清華大學成立後，從1929年起美國所退還之庚款，則改南京國民政府主導，並委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管理，另從1933至1943年止再辦了六屆留美公費生考試，共錄取142人，知名者包括錢學森及楊振寧等人（王煥琛，1980: 1878-1913）。此外，在1920年代末期之後更有庚款留日（320人）、法（8人）及比利時（64人）等（ibid.）。
庚款公費留學生是中國十九世紀末以來，除了本身新辦西式學堂、外國籌辦西式大學及其他自費留學生（如赴法勤工檢學、赴日、赴蘇留學等）之外，最重要的研習西方教育的管道之一。雖然庚款留學的總人數還不能與前幾者相比（ibid.; 章開沅、羅福惠，1993; 張玉法，2005），不過他們代表是一種政府及國家的政策及願景，因為他們的考選單位多是由社會公正人士與政府官員所共同組成的庚款留學處理機構所選取（ibid.）。因此，從1920年代末期開始，除了中美庚款留學的主導權改交由1927年所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之外，還有赴日、英、法、比等國家的庚款留學，以及其他由教育部及各省政府所支持的公費留學等，也陸續相繼開始舉辦，
而政府刻意以理、工、農、醫等實類科目為這些公費留學生的留學專業。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成立，除了帶給中國之前紛雜的留學政策一個全國性的統合管理，同時也明白指示公費留學所研習的專業必須以理、農、工、醫為主，即便是自費留學，也鼓勵研習以上專業，而從教育部1930年所提出「改進全國教育方案中改進高等教育計劃」當中，即可觀察當時的政策方向，在其對於改進留學生派遣辦法第三點指出：從前選派留學生漫無標準，今後應加改革，大略辦法如下：
甲、以後選派國外留學生，應注重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等，以應國內建設的需要，並儲備專科學校及大學理、農、工、醫等學院的師資。乙、省費留學生，應視各地方建設上特殊需要，斟酌派遣，每次屬理、農、工（包括建築）、醫藥者至少應占全額十分之七。丙、自費留學生，得依本人意願，肄習任何學科。但學理、農、醫者，應盡量先敍補公費或津貼。學文哲政治藝術等科者，非至大學畢業入研究院時，不得受公家補助。…（王煥琛 1980: 1661-1662）。
然而，根據教育部有限的統計資料（見表1），包括所有公費及自費留學生攻讀專業的人數分配來看，從1932年至1936年中日戰爭爆發前，選讀文類（文、法、商、教育）及實類（理、工、醫、農）的總人數其實相差不多，且1932年的文類還高於實類（王煥琛，1980: 2034）。但是，從中日戰爭爆發後，教育部與財政部會商共同擬定限制留學暫行辦法四條，其中第一條規定：「凡選派公費留學生及志願自費，研習科目一律暫以軍、工、理、醫各科有關軍事、國防為目前急切需要者為限。」（ibid.: 1991）。而從以上的統計資料來看，從1937年至1946年，除1943年外，實類的留學生人數是顯多於文類的，而且工科的又明顯多於其他三科實類的人數。基本上，雖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到中日戰爭爆發前，文類及實類的留學生總人數相差不多，但公費者即以實類為主，而中日戰爭爆發後，修習實類的人數比例大幅超過文類，只是留學總人數也大幅下降。
另外，有一個明顯的現象則是工科留學人數，包含公費或自費，始終占實類的最高比例，且其比例還有逐年的大幅增加趨勢（見表1），由於1933年公布之國外留學規程規定欲自費出國留學者須經審查是否具備國內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核准後始發給留學證書，1937年後更頒佈限制留學生暫行辦法限制自費留學，又於1943年規定自費留學者均需經過考試，及格後方能領取證書出國留學（ibid.: 1668, 2115），可以推測無論是公費或自費，工科留學生在1920年代末期之後，已經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刻意培育專業人才，特別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後。
表1  出國留學數（二十一至三十五學年度）（1932至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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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煥琛（1980: 2034）。
顯然國家發展及戰爭等兩因素，促使南京國民政府的留學政策青睞理、工、農、醫等專業，後來更特別是鼓勵工科的學習。這個趨勢在晚清新政時期，也就是在1900年庚子拳亂之後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其實亦可明顯的觀察出來。晚清政府在受挫於八國聯軍後，為圖富強，對留學政策重新定位，開始限制留日、回頭鼓勵留歐美，限制速成科、普通科，側重專門絕學，將留學專業明指為實業的學習，官費生「蓋學習農、工、格致各項專科，不得改習他科」，自費生非學該三科者，「不得改給官費」，已經認習實業改給官費者，「亦不轉中途改習他科」（張小莉，2005: 223）。

此外，除了以上留學措施之外，晚清政府最早所創辦的一些新式學堂（除同文館外）主要也以工科做為專業。其中第一所高等學校性質的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及天津大學前身）在1895年成立，該校設四科，除法科外，其他三科則是土木工程、採礦冶金及機械工程等工科專業，旨在「工業救國」（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編輯室，1990; 潛偉，2002）。此外，北洋學堂的創辦人盛宣懷，隔年另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雖本以培養政治人才為構想，但後來考量上海的經貿及製造優勢，結果開設商科、航海、輪機及電機四科，也是以工科為主，該校後來經數度更名及改組，成為目前中國及台灣的傳統工科名校西安／上海／西南／北方／新竹交通大學的前身（ibid.; 交大世紀之慶特刊編輯委員會，1996）。無論是北洋西學學堂或南洋公學，其歷史都早於在1898年成立的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還有在1911年設立的清華學堂，可見工程教育在近代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潛默的工程師及科技官僚
本文無意檢視所有晚清以來中國國族主義的演變及留學、高等教育史，但嘗試指出工科（工藝、工程）教育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以整體國家之名及之力刻意扶植的新式教育專業，其發軔是明顯的建構在富國強兵的國族主義上，而這些受到特別偏愛培養的工科（留）學生，長期以來被不同政權及社會共同期待著去擔負拯救、復興國家的任務。然而，清末時期的工科人才，因當時立停科舉的爭議及民初的動盪，僅逐漸從新興及專業政事入手，較難進入政權機器核心當中，不易實現其被期待的國家性任務（關曉紅，2008）。且因民初時局的混亂，尚難出現一個整合的國家性高等教育及留學政策（王瑞琦，2007）。因此，遲到1920年代末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才較有機會規劃國家性的教育政策，而工科人才也稍獲得機會加入不同的政權機器當中擔任官僚的一部份，逐漸開始發揮較高較多的作用。
再回到1930年代期間。其實南京及重慶國民政府時期的這些工科留學生，在返國初期也還沒有非常明顯的投入政府或軍事部門工作，但他們逐漸有這樣的趨勢。1930年代時，多數南京國民政府留學政策下的公費生開始返國服務，而李國鼎即是其中之一，不過他並沒有完成學業。李國鼎表示，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他決定放棄研究工作，回中國參加抗日戰爭，他先接到武漢大學的聘書，但因武漢大學正在搬遷，又在防空學校校長黃鎮球將軍請託下，雖然薪資較低，仍決定到貴陽至該校工作，以求更符合他的報國願望，接著到1942年時，他則前往重慶擔任資源委員會的資渝鋼鐵廠工務組主任（劉素芬，2005: 45-46）。相較於其他返國的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李國鼎返國後數年內所服務的處所應沒有太多性質上的不同。以第一屆至第四屆79名留英庚款公費生的就業情形來看，在有具體返國服務紀錄的61名當中，其中50位進大學或學術（校）機構、6位到政府機關（資源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會議、兵工署、鐵路局、地質調查所）、5位在民間公司或機構任職（周琇環，1993: 399-408）。
基本上，以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為例，他們返國初期多數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相當少比例的直接到政府機關及民間機構任職，但以李國鼎的經歷來看，「學而優則仕」在當時應不是一條罕見的生涯發展的路。只是這條「科技」加「官僚」的路並不是顯而易見，也不是幾步內就到位的，特別是中日戰爭結束後，政權與國家始終無法真正的合為一體，無論是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鬥爭，或是中國國民黨來台灣後的初期時，國共兩黨為維護自我政權的意志仍優先於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致使長久以來培養的留外工程師們，仍未有足夠機會貢獻所長。只有在「美國強勢介入」之後，「政權及國家」的利益被某種程度的整合，才使得科技官僚有機會獲得主導發展政策的權力，雖然這樣的機會恐是一種如下節所述而帶有扭曲性的性質。
肆、1950-1980年代「台灣／中國」科技官僚的浮現
李國鼎雖然不能代表所有技術官僚，但如前述，他是一個指標性的人物。李國鼎的留學是基於國家特定政策的特殊偏好，也就是特定以公費做為支持，也偏好性的以實類及工科為選讀專業。這些政策偏好象徵了1930年代以來國家、政權及社會的共同具體目標，而在這過程中，也讓作為從晚清時期所萌芽的國族主義其中重要一環之科學救國運動更加細緻化，將科學的內容轉化為實類，然後再從實類專注到工科。反映在留學及高等教育政策的國族主義更加細緻化之後，從科學家到實業者、工程師的人數是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被賦予著拯救及鞏固國族使命。然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他們之所以能走進官僚體制當中的核心，卻是需要某些意外性的發展。
一、潛默工程師的意外晉升
余慶俊（2008）及文馨瑩（1990）的研究，還有李國鼎本人的回憶錄（劉素芬2005; 康綠島 1993）等，都深入探索了1950年代之後台灣（財經）技術官僚的背景，他們有幾項共同的特徵，即在於有非常高的比例是隨國民黨政權從中國來到台灣，且幾乎均擁有高學歷或國外學歷，特別是來自歐美國家（更以美國為主），而分析他們的學經歷專業類別，也有相當高的比例是以理工背景為主。
 然而，不同於余慶俊、文馨瑩及李國鼎，都主要以來台後的國民黨政權作為時間的分割點（劉素芬，2005; 康綠島，1993），本文則主要串連從1930年代到二戰結束之間的發展，主張科技官僚在中國／台灣成為政府或政權的主幹應是一種自十九世紀末以來逐漸為中國社會（包括人民及政府本身）所共同期待的主流治理模式。就本質上來說，工程師們不是經由發動特定政治策略或是接受特定的「政治恩准」才成功的進入政策制訂的核心，而是如前節所述，本一直被政權及社會用一種意識型態式的期待來成為國家決策中堅，或遲或早，他們的浮現似乎是可被預期的。但在這過程中，除需經歷許多如政局動盪及戰爭動亂的干擾外，若干意外性的發展，特別是指「國族主義與政權合而為一」及「美國的介入」等兩情形的發展，使得晚發的科技官僚治理得以被觸動，也替本身發展出不同的特色。
其中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即是李國鼎在其口述歷史當中並不用「科技官僚」，而是用「技術官僚」一詞來指稱台灣1950年代後的「財經決策核心」，其所明確羅列的十位財經首長當中，有六位具有理工的背景。
對他來說，「技術官僚」雖不限於具備理工背景，但卻都是必須從事財經政策工作，而他所特別詳細指出的人物，包括嚴家淦、楊繼曾、尹仲容及他自己，都是理工的學經歷出身，然後出任財經首長來制訂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康綠島，1993: 77-109; 劉素芬，2005: 474-478）。
李國鼎所提及之重要財經決策核心及其他主要技術官僚的學經歷背景，請參考附錄。或許是在科學救國的論述及演變下，救國、經濟、科技三者之間長期相互為證的彼此依賴，使得台灣的科技官僚並非只是單指具有工程師或科學研發等專長背景的高層文官及政務官而已，若干具備財務、財政、經濟專長者，也常是被包含在科技官僚的分類當中。
李國鼎或許是經過特別考量而使用「技術官僚」一詞，藉此來強調這些官僚的「專業」背景，而不是僅以科技或工程的學經歷為限，因此他也在其對人才培育的看法當中，除了理工等自然科學領域外，也還把「經濟研究」列入是需要特別重視的專業領域當中（劉素芬，2005: 484-486）。除此之外，從李國鼎的口述歷史來看，若干財經決策核心人物是源自於國民黨政府來台前的資源委員會，許多則是在1950至1970年代時的台灣區生產管理事業委員會、經濟安全委員會及所屬工業委員會、美援委員會、經濟合作（設計、建設）委員會、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農業計畫聯繫組、交通部運輸計畫聯繫組等機關或單位任職，且在這些機關當中相互兼職或調任（康綠島，1993; 劉素芬，2005）。因此，李國鼎指出，「一般人以為工業委員會只有工程師、完全不懂經濟，其實這項看法並不正確」（康綠島，1993: 94）。
不過，對二次大戰及國共內戰之後的國民黨政府來說，財經與工業化政策的官員並不是一開始即高度連動的。據康綠島（1993: 92），「李國鼎原來是科學家及工程師，對經濟問題並不十分在意。在工業委員會五年時間裡，他一共寫了二十一篇論文，都是以工業發展的具體問題為主，沒有一篇討論到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的問題」。除此之外，據李國鼎指出，在尹仲容於1955年辭去經濟部長後，蔣中正曾想找兵工署的人出任經濟部長，「他以為做過兵工廠廠長的人應該懂得怎樣發展工業，比較適合擔任經濟部部長」（劉素芬，2005: 68），而接任部長的江杓及楊繼曾也都是工程師出身，並曾任國防部所屬兵工署廠長或署長的職務（ibid.）。
然而，對李國鼎來說，即便是出身科技或工程背景，如沒有積極涉入財經發展政策的規劃經驗，則恐非屬「技術官僚」的一員。例如，李國鼎對江杓未具備足夠的經濟認識及作為，而給予較低的評價，相對的，對楊繼曾、嚴家淦、尹仲容、孫運璿及他自己等理工背景出身的人物，由於他們對經濟政策具有較高學習興趣、敏感度及參與經驗，甚至後來還自稱是「管經濟的人」，而才列入所謂財經決策核心的技術官僚（康綠島，1993; 劉素芬，2005）。因此，具備財經背景與否是技術官僚的必要條件之一，但由於國家或政府的財經能力提升需要透過工業化的發展，戰後國民黨政府的財經與工業化政策才開始逐年的競合，而到了1970年代時，這兩個政策則幾乎是合為一體的總稱為發展政策了。
二、財經及技術官僚的整合
如果時間再推遠一些，國民黨政府權力高層來台前迅速且大規模的受挫於共產黨勢力，雖然逐漸體認到決定國共內戰結果的不只是國共軍事之間的抗衡，更是人民對生活改善的選擇及期待，不過來台前的財經政策始終不過是為支持政府機器及戰爭軍需的一環，所謂財經的技術官僚應是在來台後才逐漸浮現，獲得政策制訂的主導權。李國鼎曾表示，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二十二年，除了八年抗日無暇顧及其他之外，其餘十四年對土地問題也沒有什麼具體的行動。痛定思痛之後，老總統承認自己對經濟問題不在行，遂決定將財經大權全部授與他的副手陳誠及陳誠手下的一批技術官僚（康綠島，1993: 76）。
其實，「不在行」恐是托詞，因為1949年前國民黨政權本是政商勾結、貪腐嚴重，造成中國經濟分配高度失衡的根源，期待其「在行」恐是緣木求魚（Taylor, 2009, 2000; Gold, 1986）。另外，所謂「財經大權全部授與」也恐是避重就輕之詞，據文馨瑩（1990: 227），「鑑於大陸援助失敗的教訓，美方並不信任國府運用經援的能力，於是，美援會、農復會、經安會等運用經援的機構、預算，均獨立於國府一般行政之外，…，這些制度設計及有效隔絕國府傳統官僚對美援運用，甚至經濟政策的干預。」。
除此之外，國民黨政權在1950年代穩固後，工程師們逐漸越來越受到美援機構的特別青睞，而受託來擔任在台代理人的角色，恐也是一種美方的刻意安排。首先，文馨瑩（1990: 226）指出，「國府所以對經濟發展的計畫與執行甚少干預，其實是基於無經費可做為決策或干預的基礎，…，技術官僚之能有效運用美援使台灣的經濟足以軍政費用，也不致向親美將領有奪權之虞。」；其次，從二十世紀初以來，有許多中國工程師即是赴美的留學生，即便是在中美同盟抗日前，自1905開始，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就每年約有30％至44％的比例是學工程的（Ye, 2001）。因此，技術官僚及工程師們被託予財經大權是一種有經外力介入的結果。不過，以前節的分析來看，單美國這項外力是不充分的，畢竟工科留學及科技救國的脈絡是更先於以上美方的介入，而預先預備了一些人才。
簡要來說，國民黨政府來台後，財經技術官僚某種程度得意外受託，相繼推展了土地改革、外匯改革、十九點財經措施等政策，這些政策雖對後來的工業化政策有許多正面作用，但以此推演當時即有先財經後工業的政策搭配遠見，恐有不切實際之嫌。另一方面，李國鼎也認為國民黨政府在1930年代於抗日戰時成立的資源委員會也是技術官僚的搖籃，不過其中多半的成員是學理工出身（劉素芬，2005: 474-5），而不僅是財經方面，這主要是因為資源委員會在其後期的茁壯時期，即以國營之名主管及營運許多與戰爭有關的軍需工礦資源，特別是與國防有關之機械、冶煉、石油及電力等工業，而這與其早期時是從為抗日所設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演變而來有高度關係（王衛星，2003; 薛月順，1992; 朱匯森，1988）。因此，國民黨政府來台前後的理工及財經官僚，雖都具備有專業技術，也雖有若干重要人物表現出公益及愛國情操，如資源委員會的主政者翁文灝及錢昌照（郭紅娟，2003），但卻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去發揮獨立的專業及技術價值的作用。也就是說，基本上他們在國民黨政權當中是平行的，分別被支配去鞏固政權的生存，所以他們的經濟及工業政策見解及作為應是工具性的，主要對政治機器及戰爭需要進行服務。
當時間越往前推，其實財經及工業政策之間的距離越遠，但它們分別與政權維持的關係則越緊密。如果說國民黨政府在1970年代之後開始出現技術官僚治理，在1950及60年代擔任財經及工業政策制訂職務者，則或可被稱之為工具官僚。從政治工具性的角色，到逐漸讓財經自主優先於政治，再從財經自主，然後到以科技產業做為國家發展核心的這些過程中，在其介於財經自主及科技發展之間的時期，從事這兩項工作的官僚被李國鼎視為是「技術官僚」。到了約1970年代，財經及科技這兩種工作則慢慢被推向合成一種國家發展的工作，在這時期的較早期間裡，理工背景官僚追趕那些較先成為技術官僚的財經官僚，而在較後期的時候，理工出身的官僚則開始掌握主要的發展政策決策權力。
 
最後在「美國介入」，而「國家及政權也在被中國國民黨扭曲性的操控而合為一體」的情形下，從1960年代開始，理工背景的官僚獲得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社會所渴望給予的機會，而加入到財經政策決策當中，他們慢慢轉型成為以科技產業為優先經濟發展策略的「科技官僚」。也就是說，他們不只是管財經的技術官僚，而是更強勢倡導以科技產業做為設計發展方案及提供發展願景的官僚，企圖實現以「科技」增強「經濟」力量，然後進而達到「救國」的目標。然而，這樣的強勢倡導背後，必須要理解到的是，其基礎仍在於有權對國家進行定義之政權的同意，更明確來說，則是需要獲得政權領導人的決心及支持。而這即是台灣／中國科技官僚的另一項特徵，也就是將國族主義置於科技發展之前，而不是如前第二節所述的法國及美國科技官僚治理理念，將科學及技術的價值優先置位在國家政權之前。下節提供當時一個科技政策決策過程，來說明國家政權是如何佔有決定性角色，具體呈現出國族主義式的科技與社會關係。
伍、1970-80年代「台灣／中國」科技官僚的科技政策：IC計畫
由於台灣在1974年的IC計畫是一個當時企圖跳脫經濟轉型的核心產業升級政策（瞿宛文，2007；方至民、翁良杰，2004；陳東升，1997, 2003；何錦堂 1998），蔡偉銑（2009）的「技術官僚與產業升級：台灣1970年代IC計畫的重新檢視」一文，對台灣／中國科技官僚在進行科技政策的實際規劃及決策上，提供了一個詳盡的政策敘事研究，而仔細分析了當時「財經官僚、技術官僚與科技專家等相關人士在其中（IC計畫）所扮演的角色」（p. 40）。然而，誠如該文所述，該文「重點並不在於討論科技的政治意涵」（ibid.），但這點則正是本文所企圖探索及揭露的，而本文也藉蔡偉銑深入的政策敘事研究，再進一步主張前述的「國族主義式科技與社會關係」，將IC計畫的故事另從STS角度來觀察。
基本上，據蔡偉銑（2009）的研究，IC計畫的決策過程充滿科學家、科技官僚及政治領導人之間的掙扎、衝突與妥協。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與吳大猷之間曾因IC計畫而出現相當大的衝突，科學家出身的吳大猷及當時國科會主委徐賢修都明白表示IC產業並不適合台灣，然而孫運璿卻以部長官位保證IC產業在台灣有成功的機會，力薦政府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來推動該計畫，抵抗其他部會及吳大猷等科學家反對IC計畫的巨大壓力（pp. 40-76）。而後來IC計畫之所以能夠得以實現的原因，蔡偉銑則指出主要是受到了「蔣經國的威權影響，使反對的聲浪漸息」（p. 64），
而「蔣經國對台灣發展IC計畫的正面影響，不應被後人所忽略」（p. 54）。
一、國族主義式的科技與社會關係
在這個IC計畫的決策過程中，
若干國族主義式的科技與社會關係可以被清楚的偵測到。首先，以IC計畫被認為是台灣早期最重要且影響最深遠的科技政策，其發動者並非在民間社會，而市場的影響力也不及政府的決心，且該計畫也並不是僅限於科技，而是為增加就業、拓展產業、甚至是國家發展的政策，因此科技發展不只是為了科技本身，更是為了包含勞動、社會及政府在內的國家。
其次，也由於科學及科技是國家的，它們的定義即必須由國家給定，更明確來說，其實是由國家領導人來給定。因此，不只基礎科學的發展被國家領導人認為較不重要，
連對如何進行科學研究也要由國家領導人給予指示。蔣經國即在當時表示：「在科學研究一方面，我認為現在不必樣樣從頭做起。因為今天我們可以吸收已知的經驗，吸收既有的技術，用來作我們自己所需的發展，而不必再多花費人才、財力和時間（1973: 1）」。科學家如吳大猷即曾對以上這樣的政治性科學觀表示喟嘆。

第三，對科學發展目的的認識，也因此是由政治領導人蔣經國所指示：「我們發展科學的基本方針，不但要使科學在國內生根，而且要使科學結合國家建設，來增強國家力量（1973c: 33）」。科學的內容因此可以是按照實用與否的價值來做排序，也因此使科學明確的被科技所取代，且實用與否的對象必須是國家。因此，即便是在IC計畫的執行路線上，IC技術本身及科學家的意見都不是最核心的考量，而能否藉由IC技術來進一步培養自主研發能力才是關鍵，
因為這才能符合蔣經國企圖透過科技自主來帶動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的意識型態（蔡偉銑，2009: 65-67）。
以上的國家性科學觀（或說是政治性的科技觀，因為對國家內容為何的建構是一種政治性的，而所謂科學則也應該是科技來表達更為恰當），與其說是科學或科技觀，其實更可以是一種國族主義觀，也就是既期望國家能繁榮興盛、恢復自信，又能希望國家能獨立自主。因此，即便「蔣經國極可能、甚至根本不認為需要去懂什麼是IC，但知道這個東西對國家建設的重要性，而且應『吸收既有的技術』以建立『一貫作業』的電子工業體系」（蔡偉銑，2009: 56）。其中，所謂「一貫作業」即是意指IC能免於依賴自他國進口，進而得以能結合上下游的生產體系，使台灣的電子成品產業能保有自主性（ibid.: 56-57），而「計有的技術」即是一種經過政治性過濾後的科學觀。
而究竟什麼是IC的問題，對國家建構也不是最為重要的，只要交由科技官僚如孫運璿、費驊、李國鼎及科技專家潘文淵等人去理解、溝通及建構即可（ibid.）。
綜合前述，也可以發現「科技的政治意涵」，其實並無法有效的脫離實際政治。本文第二節已指出，科學、科技及工程在近代社會變遷過程當中，已經逐漸的被認為帶有進步主義及專業主義的色彩，其中它們所主張的「解決問題」、「追求事實」等等看似中立的價值，得以讓公共事務的處理免於外在政治或商業體系的干擾，而比傳統政治系統能夠有效且迅速處理政事。然而，這樣的看法或宣稱其實也如前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而企圖替自己賦予更多更高的正當性。只不過這樣「科技的政治意涵」也必須與其他的政治意涵相互競爭，甚至是相互結合。從台灣的IC計畫來觀察，在政體與國族主義有效合為一體後，由政體所定義的國族主義顯然是壟斷其他政治價值的情形下，科技的政治意涵不只無法與國族主義競爭，更因其「政治中立」的政治特質，而被含攝在維持國民黨政體的國族主義之下。
二、默會的「科技之政治意涵」
以救國及發展為先位的台灣科技專家及官僚們，既然其培育及生涯發展皆與國家及政體之間緊密相連，他們雖自詡受益及具備了專業及進步主義價值，但以IC計畫的決策過程為例，該計畫早期的主要倡導團體「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
之多數成員們，「也普遍抱持對國家發展具有『歷史使命感』的意識，而這相當程度是支持他們戮力協助台灣儘速工業化的根本動力」（蔡偉銑，2009: 37-38），而那些被認為是科技官僚代表的李國鼎及孫運璿等人，亦是有相同理念（瞿宛文，2007，2009; 李國鼎，1976; 劉素芬，2005; 楊艾俐，1989）。因此，「科技的政治意涵」自晚清以來，雖經由國家而不斷的去賦予科學家及工程師們具有較多機會來參與國家治理，甚至逐漸的推升他們至較高職位，但他們仍必須是服務於由政體或政府所定義的國家，而沒有機會或自發性的提出基於科技及工程內在價值的政治藍圖。
不過，誠如蔡偉銑（2009: 68-69）所提醒，在IC計畫當中若以政治領導人物決定一切，而使科技官僚如孫運璿及李國鼎等的角色給邊緣化之說法，恐也失公允。那麼我們即有必要瞭解這些科技官僚的核心政治價值為何，也就是說，雖然「科技的政治意涵」仍臣服於威權政體及國族主義之下，但它對科技官僚的政治作用力是否產生了實質性的作用。李國鼎曾在IC計畫進行期間的1975年對紐約中國工程師學會演講了「中華民國經濟發展之前途」一文，他除了表示國家進步的基礎即在於從農業邁向工業的產業轉型，而必須特別借重國內外工程師的努力之外，他也在結論提到：
當有人問起，何以台灣的經濟成長如此迅速，本人一直是這樣告訴他們，因為我們僅有很少的經濟學家，但有很多工程師，我們知道經濟學家常常彼此意見不一致，但工程師卻不是這樣，他們只是努力使工作完成…工程師們也應察看各方面環境，以謀求他們如何可有效地保護一良好而昂貴的計畫，甚至再計畫完成之前就能顧及到（p. 146）。
此外，李國鼎也曾提及他的科學背景形成他的中心思想之一，其又如何對他在從事財經工作上產生影響：

我是一個科學出身的，參加經濟設計、工業發展與財經決策。一個快速成長的成長經濟以轉向與國際間密不可分，所以我瞭解一個動態成長（dynamic growth）不可受靜態環境（static environment）所束縛，因此一定要變，才能以變應變（1987: III）。
我是經過科學訓練的人，所以我做事從不武斷，我用分析的態度推動工作，屬下同仁如果有很好的意見，我一定會給他機會，讓他去推動計畫，擔負重要的工作（1981: 237）。

基本上，李國鼎在上的文字流露出若干對科學家及工程師身份的自我認同態度，包括「齊心齊力」、「解決問題」、「崇尚實務」、「重視事實」、「理性規劃」等等，而也因這些工程性的價值，使李國鼎認為工程師能肩負起國家進步及經濟發展的責任。即便不是在工業結構轉型的政事上，李國鼎當時以財政部長的身份發表經濟發展前途之演說時，也基於以上價值，表示國家的「農業發展」、「交通運輸」、「對外貿易」等等重要政事，也必須重視生產力、效用提升、詳盡規劃等等，而有一套完整的發展計畫，並轉變社會「士農工商」的職業價值順序，而強調「工商」對社會的貢獻。
除此之外，孫運璿及尹仲容也流露出與李國鼎相似的工程師價值之政治理念。在孫運璿（1976: 443）擔任經濟部長期間曾指出：

當前促進經濟現代化的主要目的，一是加強我經濟應變之能力，另一是力求我農工商各部門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為達到這些目的最主要手段，就是提高我們的總生產力，…，而提高總生產力的主要責任，是應由我們的工程師來負擔的。…工程師不應忽視管理而認為技術高於一切的觀念，因為管理可以倍增技術的效果，擴大工程師的貢獻，而使工程技術變為對社會有實際的功效，使工程師的理想可以實現。工程師必須瞭解我們的經濟體系已和國際經濟大家庭密切結合一起。
以上的想法不只是孫運璿對工程師的期許，更是認為工程師具有啟動及促成國家發展的責任，而這樣的想法其實如同第二節所述之1930年代美國社會期待工程師所能肩負的國家責任。另外，尹仲容（1973: 1-2）也曾表達出具工程師實務性格的經濟論述：
過去曾經有人批評我是極端的管制主義者，後來又有人說我改變了觀點，是自由經濟的擁護者，其實我的基本觀點不過是「如何在現實環境中，切實有效的解決問題」。目的在為國家謀求最大的經濟利益，絕不拘泥於某一個學說。

三、國族主義將「科技的政治意涵」內部化

以上李國鼎、孫運璿及尹仲容
的看法雖仍嫌概要及分散，
但仍可以觀察到他們若干從科學工程背景到財經決策之間關係的蛛絲馬跡。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卻常被忽略，甚至連他們本身也多認為透過「實務」、「規劃」及「問題解決」式的思考方式，來進行財經發展決策工作的過程，似乎是一種理所當然或自然而然的發展，而沒有感知到他們所共享的一些默會想法。

分析許多李國鼎、孫運璿等科技官僚的文獻及傳記，雖可以看到他們對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及經濟成長的具體主張，但他們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只有極小空間對政治體制及民主發展表示想法，甚至是認為自己不應參與這些非工程師的非實務工作。科技官僚這樣的去政治的「政治中立」或「工程師價值」立場，除了政治場域之外，成功連結了包括經濟及社會等各主要層面，使科技的政治意涵流洩到國家的非政治領域。
然而，在1980年代晚期國家概念轉型時，也就是國家與政權間的扭曲性緊密關係再度被檢視而必須剝離時，雖然這與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台灣前的情形有所差異，但台灣科技官僚們不免又再度的顯露了當時作為工具性角色的掙扎，其看似巨靈般的合法性地位恐難不受到挑戰，即便他們曾經在1970至1990年代期間看似成功的、美好的扮演好救國／救黨的角色。
陸、1990年代國族主義質變後的台灣科技官僚治理
雖然需要經歷許多從1930年代以來現實環境上的種種困難，並且也需要獲得若干1950及1960年代意外性發展的幫助，中國的工程師們在到台灣後的十多年後終於擁有機會進入官僚及政權核心，實現中國社會從晚清以來對他們所賦予的「工業救國」的普遍期待。這樣社會性及國族性的科技救國期待是先於環境及制度等因素的催化，也就是說當之前的其他研究已分析及指出究竟是有哪些政經因素導致台灣科技官僚的出現（余慶俊，2008; 文馨瑩，1990; Cheng & White, 1990）。本文則是主張約百餘年來中國科技及社會之間的緊密系絡關係，其實早已為台灣、甚至是中國的科技官僚治理培養出適合的土壤，只不過科技官僚能否浮現，還是必須端視若干環境及制度性的因素。然而，本文也還想進一步主張的是，中國十九世紀末之後的科技及社會系絡關係是奠立在國族主義的基礎上，所謂格致、工藝、實業、理工、工科、工程（師）及科技官僚們等等，則可以說是實現國家富強及民族復興的代理（人），當中國國族的概念獲得出口或進行轉換時，科技官僚治理的正當性即會分別受到支持或挑戰。
一、中國國族主義受挑戰後的科技與社會關係
1949年國民黨政權失敗於共產黨，而從中國退縮到台灣之後，直到1980年代晚期為止，始終維持高強度的威權體制，幾乎集中所有的政經權力，控制台灣社會當中絕多數的政治及公共事務。就國民黨政權內部決策高層來說，醞釀已久而獲得意外觸發及興起的科技官僚，等到了1960年代晚期，才逐漸有機會晉身政權高層，如李國鼎及孫運璿在1963年時還只是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而尹仲容自始至終都不是國民黨員，更難有機會參與權力高層。不過，到了1970年代晚期時，已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官僚成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甚至是擔任中央常務委員，以1981年國民黨第十二屆黨代表選舉為例，所謂的科技官僚已在150人的中央委員席位中，占有18席，超過十分之一的比例（余慶俊，2008: 116-136, 186; 文馨瑩，1990: 230-231）。這樣的變化，除了可歸因這些科技官僚們是在制度及環境因素支持下，逐漸獲得權力，而得以晉身或被吸納進入權力高層外，在政權正當性與國族意識被國民黨政府高度扭曲且壟斷性的建構及重合下，台灣科技官僚治理的興起也應可被認為是一個繼1900年代晚清新政及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初期之後，另一次有機會具體反應中國社會渴望科技復興國族的歷史再現，將「救國」、「經濟」及「科技」予以三位一體。然而，這個在1970年代台灣發生的三位一體現象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之處，則是科技官僚治理真正的浮現了，雖然這需要如前述美國介入、國民黨失敗後一連串意外性的在內政作為上之改變等的現實因素加以促成。
二、科技之政治意涵的揭露及挑戰
然而，如果科技本身不是科技官僚的核心性理念，也就是不同於第二節所述的那種在法國及美國所鼓吹以科技或工程為中心實質價值的科技官僚政治，那麼科技官僚的科技特質將是脆弱，而較易受到質疑的。也就是說，當更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改變時，科技官僚治理恐會受到挑戰、甚至凋零消逝。由以上的分析，台灣科技官僚的興起是取決於中國約百年來國族主義式的科技與社會關係，那麼當中國國族主義在1990年代初期受到強烈質疑時，台灣的科技官僚治理模式顯然會遭受到影響。不過，這樣的影響並不會是斷裂式的，畢竟在政經情勢越趨交纏複雜時，有若干舊的或新的因素也會對台灣科技官僚的存在起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即便是台灣本土社會及其國族主義的願景，同樣也是對科技的吸引力難以抗拒。

不過，科技本身所攜帶的那種中立及專業的政治性價值，也如前述的替自己招來越來越多且重的政治排斥力，科技官僚治理已經被不斷受到強烈質疑及挑戰，因為除了科學及科技也充滿不確定性，更可能招致科技風險，甚至是專家政治式的威權統治之外（Beck, 1992; 周桂田，2004，2005）。科學及科技本身的內在價值更常是與民主價值衝突，甚至在現實政治上有取而代之的危險（Ezrahi, 1990; Feenberg, 1999; Winner, 1977）。因此，2008年時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在競選期間，不只是企圖提出一個複製科技官僚治理、重振經濟發展奇蹟的政見，更希望藉此喚起台灣社會對科技官僚治理的美好。然而當台灣社會越來越多元，科學、科技、工程或其他技術專業已不再是最優先及最不可質疑的知識及論述，它們甚至有時妨害了歷史、文化、環境及其他民意等，而替社會帶來更多更難以解決的問題時，科技官僚治理已經遭遇越來越多且強的挑戰及抵抗。
柒、結論
不同於美國在1930年代所出現的倡導科技官僚治理運動，台灣在1970及1980年代確實出現了科技官僚治理的情形，這兩者都是一種從二十世紀、甚至是十九世紀末就開始醞釀及鼓吹下的結果。然而，兩者之間較不同的是，當美國的運動傾向於先科技後政治，也就是在嚐及科技進步的果實後，企圖倡導將科技價值替代政治價值，而鼓吹讓工程師以工程的方法治國，中國／台灣則是先因急切期待有政治上的國族復興，而後寄望科學、科技或工程發展來達成前者目標。當然，兩者之間的差異只是在於程度上，科技或政治價值之間競爭的熟先熟後，恐難精確判別。不過，當美國的科技官僚治理運動在1930年代末曇花一現，而未能在美國實際看見科技及政治價值之間的競合及衝突，台灣的科技官僚治理卻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觀察兩者的關係，也就是科技所內涵的專業及中立性政治價值，顯與威權政體的壟斷性政治價值相互支援、發展，兩者之間的互利多於互損，而且也逐漸的整合為一體。
然而，中國晚清以來的科技與社會系絡是建構在國族主義的前提下，當救國的國族主義與社會經濟及科技發展三位一體時，科技官僚治理才在醞釀及培養了近百年後在台灣浮現。這樣的浮現之所以需要如此漫長的時間，除了是受到戰爭及政爭的干擾之外，若干的意外性事件的發生，包括美國強勢性介入的經援政策及穩定的威權政治，才讓中國工程師們有機會進入到官僚體制核心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然而，當中國國族主義在1980年代末期及1990年代初期因台灣的民主運動而鬆動後，其他社會多元價值如人文、歷史、鄉土、環境及民主等價值開始挑戰國族主義長久以來的優勢性（無論是中國或台灣的國族主義），使得三位一體的組合開始受到質疑及爭論，多者價值之間出現競爭、衝突、甚至開始崩裂。雖然台灣本土社會也因嚐及透過電子等產業發展所形成的經濟奇蹟果實，而某種程度的也強化了科技發展主義，對1970及1980年代的科技官僚治理留有懷舊情懷，然而這樣的緬懷卻已經不斷受到前述其他價值的競爭。
日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的卅周年前夕表示，「中國社會主義不僅要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的改革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時實現。」（文匯網訊，2010）。雖然這個所謂第五個現代化，也就是政治現代化，已經從魏京生開始呼籲至今約二十年，不過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尚未爆炸性的成長，國家、經濟及科技彼此之間還未有足夠機會相互鞏固及發展。然而，1990及2000年代的中國，似乎與1970及1980年代時的台灣相似，在共同傳承著十九世紀末晚清以來的科技與社會脈絡下，在政權統治與國族主義經盤整而合為一體時，工程師們進入到官僚體制當中，享有發揮科技及工程的政治性價值的機會，強勢的去倡導科技發展是高度帶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當然也是復興國家民族在世界及歷史視角下的發展。只不過，目前中國的科技官僚及領導人似乎也面臨越來越多像台灣在1990年代後那樣一般的情形，也就是越來越多的公共事務難以僅用理論推演、工程計算、系統模擬或成本效益的方式解決，因為人文、環境及人權等價值已經有與它們競爭的機會，中國的科技官僚治理是否會像台灣一樣受到重新檢視及挑戰，或許值得未來進一步的觀察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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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88年歷任經濟部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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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88年歷任中央銀行總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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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技術官僚出身首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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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來源：余慶俊（2008：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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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viathan That the Century Nationalism Longed for:
Taiwan’s Technocracy within China’s Modern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ontext

Kuo-Hui Chang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aiwan’s technocrac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n terms of its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history by utilizing the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ed on its institutional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Two,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was the critical context for Taiwan’s technocracy to build on and develop from.  It was intensive Chinese nationalism that shaped the context, one feature of which was the national intention to protect China from the foreign forces of the West and Japan.  For many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specially in the 1930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to practice their nationalism was to urge their government to produce technologists and engineers and encourage them to become their technocrats.  
However, due to some social,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the Chinese technocrats had few chances to attain those core political positions in the government until the late 1960s in Taiwan.  Taiwan’s technocracy seemed like the Leviathan that Chinese nationalism had sought for almost a century.  Nevertheless, this Leviathan was struggling to survive when the local democratic movements seriously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1980s.  Although it still produces some impacts on sustaining Taiwan’s technocracy after the early 1990s, the nationalism, whether named Chinese or Taiwanese, has been incapable to play as an important role as it ha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is fading Taiwan technocracy experience might also be a valuable referenc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Chinese technocracy since the 1980s.

Keywords: technocrats, technocrac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Leviathan,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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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是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朱鎔基是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胡錦濤是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畢業，溫家寶則是北京地質學院（現為中國地質大學）畢業，他們畢業後均曾有數年的時間擔任工程師或從事技術性的工作。


� Scott組織一個近似法西斯團體的Technocracy Inc.；另一方面，Loeb則主導Continental Committee on Technocracy，走向凱因斯式的新政自由主義，而與Scott的威權性概念劃清界限（Constant 1978）。


� 有關後進國家的定義及範疇等，請參照瞿宛文、安士敦（2003）。


�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這樣的合體關係其實是經過許多掙扎及磨合的過程，因為即便晚清政府在1905年立停科舉後，新式學堂及考試取材方式仍舊遭受許多掙扎。其中最核心爭議之一，即是如果中學在過去能同為「體」及「用」，何以西學不能，也就是西學不僅應能為用且也應能為體，而這樣的挑戰在晚清新政的相當時間內，持續刺激著救國及科學之間的緊張磨合關係，使得「…立停科舉後清廷在考試、選材方面的基本標準和原則，似乎呈現雙向逆反趨勢，即在殘留的舊學考試中加入了一些西學元素，而在新式學堂學生考試、留學生畢業回國考試中則不斷增加中學比例，…」（關曉紅，2008：15），「可是中西學難以協調，體用之別，專通之分，均無法形成新的一致標準，對後科舉時代的人才進行統一評估。」（ibid.: 20）。


� 教育部在1933年公布「國外留學規程」規定：公費生需經省市考試及教育部覆試。自1933年至1947年舉辦之公費留學考試有7種，共計錄取727人，包括：1. 清華大學留美公費考試，錄取142人；2. 中英庚款留英公費考試，錄取177人（此數據與本文所舉有異，由於此數據未列名單，且僅列4屆，故本文以《中英庚款史料彙編》之資料為準）；3. 中法教育基金留法公費考試，錄取8人；4. 英美獎學金考試，錄取209人；5. 民國三十五年度公費留學考試，錄取148人；6. 青年軍留學考試，錄取25人；7.翻譯官留學考試，錄取18人（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1996: 327）。


� 原出處在＜議復御史俾壽揍請選派子弟分送各國學習工藝摺＞，《學部奏咨輯要》卷四。


� 據余慶俊（2008: 137-140），從1950年至1988年，所有的21位財政部長、經濟部長及中央銀行總裁均是從中國來台，大學學歷11人、碩士9人、博士1人，理工科畢業的有13人、財經5人、法政3人，其中12任的經濟部長當中，有10任具理工科學位。另據文馨瑩（1990: 229），台灣的美援相關機構是技術官僚最重要的任職處所，包括美援會、農復會、經安會等，在這些機構當中，「可歸納出兩項特色：大陸籍與留美派居壓倒性多數。29人中僅李登輝為台灣籍；農復會出身的1位、退輔會2位均曾赴美留學，美援會則19人中有9人曾留學美國。」。


� 這十位分別是嚴家淦、尹仲容、楊繼增、李國鼎、俞國華、俞鴻鈞、徐伯園、蔣夢麟、沈宗翰及孫運璿。其中嚴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理工學院畢業；尹是南洋大學（現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楊是德國柏林工科大學畢業；李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系研究；沈是北京農業專門學校畢業；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孫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機電工程系畢業。詳細技術官僚的學經歷背景請參考余慶俊（2008: 137-156）。


� 嚴家淦曾任財政部長及行政院長；楊繼增曾任經濟部長；尹仲容曾任經濟部長；李國鼎曾任財政部長及經濟部長。詳細技術官僚擔任的財經職務情形請參考余慶俊（2008: 137-156）。


� 江杓，德國柏林高工畢業，歷任工程師、工廠及槍砲廠主任、軍政部兵工署司長及廠長、國防部常務次長等等。楊繼增，德國柏林工科大學畢業，歷任軍政部兵工署廠長及司長、軍事委員會及資源委員會委員等等。參見劉素芬（2005）附錄五。


� 余慶俊（2008: 166）的研究亦指出，「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部門卻不是十分的相信，因此在美援運用的單位上，不以內閣中的經濟部及財政部為移交單位。而是在正式體制外，以美援會、經安會等單位為運用、審核單位。」。另Jacoby（1965: 168-169）也有相似的論點。


� 在此需說明的是，純財經技術官僚本身到1990年代仍然具有相對自主角色，而並未完全被理工背景官僚取代，主要因為台灣仍有相當份額的傳統產業經濟及其他越趨複雜及專業的金融及貿易等經濟。


� 蔡偉銑（2009）是基於茅家琦（2003）及楊艾俐（1989）的文獻，並根據自身研究所做的推論。


� 蔡偉銑（2009, 2006）及何錦堂（1998）有相當仔細的探討，詳請參閱。


� 吳大猷（1989: 23）曾指出蔣經國不認為基礎科學有何重要，甚至想裁撤國科會。


� 吳大猷（1972: 40）曾感嘆政府疏於發展基礎科學，而特別著重在實用性科學上的政策，有如是商賈般的見識。


� IC計畫的主要執行路線有三種選擇。第一，國科會主委徐賢修主張以消費性電子產品為主，而不要單一鎖定在IC技術。第二，當時的工研院長王兆振主張以引進外資方式來發展IC。第三條路線則是由孫運璿所力主的引進IC技術，而後自主發展，「不再仰賴外國，特別是日本」（孫運璿，1977）。詳請參閱蔡偉銑（2009, 2006）。


� 另詳請參閱蔡偉銑（2009）腳註44。


� 據方玉山（2004），近代工程技術研討會主要是由留美的中國工程師趙曾珏所發起（其詳細名單可參考蔡偉銑（2009）附表2），並得到中國工程師協會理事費驊及理事長李國鼎所支持，研討會成員著名者如潘文淵，多具有美國碩博士學位，其目的在於企圖讓他們的工程技術專業，能對台灣有所貢獻。後來更主動提起若干政策建議，並催促台灣可培養研製IC的能力（蔡偉銑，2009: 40-50）。


� 李國鼎（1981: 236-237）曾指出他立身處事的六個思想，包括熱心公共服務、負有正義感、科學訓練、鍥而不捨精神、平凡儉樸生活及基督教思想等。


� 尹仲容除對台灣經濟發展著有相關論述之外，他也曾編過郭嵩燾先生年譜（郭廷以主編，1971），並校譯呂氏春秋（1958），可看出他對綜合各家學說、截長補短及實學應用的欣賞。另有關尹仲容相關工作信仰，請參考瞿宛文（2009）。


� 茅家琦（1998: 5-24）曾分析李國鼎、尹仲容等人著作及演說，指出他們的經濟思想提出三個特點：「1. 從現實環境出發，切實有效的解決問題，不拘泥某一種學說。…2. 發揮市場價格功能，尊重自由競爭，激發大眾的發展意識，同時，仍要發揮政府的功能。…3. 推動經濟發展應該是一個普遍的社會革新運動，他涉及許多非經濟因素」。以上觀察，特別是強調解決問題及政府功能的觀點，符合本文的主要論述，但茅家琦並未如本文再深入探索這些思想背後的形成背景及因素。


� 本文以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的科技官僚治理為重心，但並非認定這樣的治理不具備任何台灣本土的參與。也就是說，台灣日治殖民的歷史及其後本土社會的發展，仍應對科技官僚治理有形成相關的作用，使國民黨政權之科技官僚治理獲得若干的支持及抵抗，例如董建宏（2007）所提台灣本土科技崇拜的現象，及Chang（2010）對日治殖民對台灣形成的科技威權及反抗等。






